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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四　公众环境参与意识与行为

互联网使用与环境关心
———基于ＣＧＳＳ（２０１０）的多层次分析＊

孙小逸　黄荣贵＊＊

　　［内容提要］　将互联网技术
相关变量引入环境关心研究，指
出个人层面的互联网使用和作为

社会情境的互联网普及率通过不

同的机制对环境价值观带来型塑

效应，从而为现有环境关心研究
补充了新的分析视角。对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的统计分析发现，在个人
层面，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有助于
提高环境关心水平。在城市层
面，互联网普及率对环境关心具
有直接和间接影响。一方面，互
联网普及率与环境关心水平之间

呈现倒Ｕ型关系；另一方面，互联
网普及率作为一种社会情境，对
教育程度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

教育对环境关心水平的影响随互

联网普及率的提高而降低。最后
讨论环境关心和互联网研究的理

论启示和含义。
［关键词］　环境关心；互联

网使用；创新扩散；多层次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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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受公众的广泛关注以及中国政府日益重视环境

保护和绿色增长，环境关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ｒｎ）作为环境治理与

环境行动的社会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Ｍｏｌ　＆Ｃａｒｔｅｒ，

２００６；Ｍｅｙｅｒ　＆Ｌｉｅｂｅ，２０１０；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２；Ｍｕｎｒｏ，２０１４）。现有

研究文献主要从富裕程度、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客观环境问题等角度

解释公众的环境关心水平（Ｇｅｌｉｓｓｅｎ，２００７；Ｆｒａｎｚｅｎ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０；

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１９９５；Ｋｎｉｇｈｔ　＆Ｍｅｓｓｅｒ，２０１２）。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倾向

于认为环境关心与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紧密相关。部分研究认为，个人

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取决于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因为较高社会阶

层的人群更愿意负担环境保护的成本；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在发展中

国家，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可能具有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因为低

阶层的人群更有可能受到环境污染的伤害。本文认为，随着信息技术

的发展，公众对很多环境问题的认知往往超越直观感知的范畴，他们对

环境问题的关注与认知越来越依赖媒体报道与网络信息。在这个意义

上，现有环境关心研究的文献尚未充分考察信息传播对环境关心的生

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在信息传播、观念型塑等方面发挥

的作用日益显著。作为一种即时性、跨时空、低成本的传播媒介，互联

网有助于促进环境知识的传播与扩散，并能结合图片、视频、表情包等

多元化传播载体营造视觉冲击效果，从而直观地增强人们对环境问题

的认知与体悟（Ｂａｉｌａｒｄ，２０１２；Ｚｈａｎｇ　＆Ｂａｒｒ，２０１３）。此外，作为一种

公共空间与沟通平台，互联网有助于促进人们关于环境问题的交流与

分享，在此过程中形成理论化框架，提升环境议题在公共讨论中的能见

度与共识度，进而促进亲环境价值观的培育与扩散（Ｋａｎｇａｓ　ａｎｄ　Ｓｔｏｒｅ，

２００３；Ｓｉｍａ，２０１１）。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互联网使用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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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影响值得系统地探究。

互联网技术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同时发生在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

就个人层面而言，互联网是一种便利的信息传播渠道，互联网使用通

过信息等机制影响环境关心水平。就社会层面而言，互联网普及率

代表了网络技术对社会的渗透程度，是社会信息情境的关键性指标

（Ｂａｉｌａｎｒｄ，２０１２；Ｓｔｏｙｃｈｅｆｆ　＆Ｎｉｓｂｅｔ，２０１４；Ｂｅｓｔ　＆Ｗａｄｅ，２００９），可

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这种社会情境会对个人的环境认知与

价值观产生直接与间接影响。互联网普及率会直接影响个人的环境

关心水平，但这种影响是非线性的。由于互联网普及率变化是一个

社会过程，不同的发展阶段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在网络

技术扩散的早期，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收益递增型的媒介，有助于亲

环境价值观的传播与扩散。但到了后期，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网络

用户的下沉以及网络媒介的商业化和娱乐化，互联网使用逐渐产生

“替代效应”，即人们将更多时间用在网上娱乐和消费上，在某种程度

上挤占了原本用来信息查找、严肃阅读的时间（Ｓｈａ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

此外，环境议题的争议性意味着持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网络社群之间

存在极化和撕裂，这些因素也会消减互联网技术在传播亲环境认知

和价值观上的潜力。另一方面，互联网普及率会调节个人教育程度

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创

新扩散和社会学习过程（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人们更容易从网上接触到与

环境相关的信息与知识，由此降低了环境关心养成对个人教育程度

等传统的社会化因素的依赖。

基于此，将系统考察互联网使用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并以２０１０年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将互联

网相关变量纳入环境关心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阐明网络信息传播

对环境价值观养成的重要影响，从而拓展和补充了现有的环境关心

研究。其次，整合创新扩散理论和环境关心研究，从网络社会发展的

视角初步揭示并阐明同一时期不同社会群体间环境关心的横向扩散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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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关心的现有研究

环境关心是关于人类与环境关系的一种价值观，即多大程度上强调

环境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制约（Ｄｕｎｌａｐ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环境关心研

究主要聚焦三种理论分析视角，包括富裕程度理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理论和客观问题理论。富裕程度理论认为，来自富裕国家或地区的人往

往具有更高程度的环境关心。这是因为环境保护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富

裕群体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承担环境保护的成本。实证研究从

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对富裕程度理论进行验证。个人层面的研究表明，

社会经济地位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Ｇｅｌｉｓｓｅｎ，２００７；Ｆｒａｎｚ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０；Ｓｈｅｎ　ａｎｄ　Ｓａｉｊｏ，２００８；Ｍｅｙｅｒ　ａｎｄ　Ｌｉｅｂｅ，２０１０）。一项

对１９个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教育、收入等要素对环境关心与环境行为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教育程度影响的一致性更高（Ｍａｒｑｕａｒｔ－

Ｐｙａｔｔ，２００８）。就社会层面而言，具有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平均教育水

平、人均收入的国家或地区倾向于呈现更高水平的环境关心，这种观点

受到多项实证研究的支持（Ｇｅｌｉｓｓｅｎ，２００７；Ｆｒａｎｚｅｎ　ａｎｄ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０）。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认为，富裕程度并不直接影响环境关心水平，

而是通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培育而间接影响人们对环境的态度（Ｉｎｇｌｅ－

ｈａｒｔ，１９９５）。根据英格尔哈特的观点，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形成于儿童社会

化的过程中。与童年时期经历过战争和经济萧条的那代人不同，二战后在

相对富裕的国家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经历了从物质需求到后物质需求的转

变。诸如自由、自我表达、生活质量、社会公平等更高阶的、具有审美意味

的需求逐渐生成并开始在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文化变迁

推动了人们对环境保护和生活质量提升等问题的重视。对后物质主义价

值观理论的实证检验尚未取得一致的结果，有些研究对该理论提供了支持

（Ｋｉｄｄ　＆Ｌｅｅ，１９９７；Ｇｅｌｉｓｓｅｎ，２００７；Ｆｒａｎｚｅｎ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０），另一些则提

出了挑战（Ｂｒｅｃｈｉｎ　＆Ｋｅｍｐｔｏｎ，１９９４；Ｄｕｎｌａｐ　＆Ｙｏｒｋ，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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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富裕程度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不同，客观问题理论认为环

境关心并非富有群体的专有特征，来自贫困国家或地区的人可能反而

具有更高程度的环境关心。现有研究发现，由环境污染引发的负面影

响分布往往是不平等的（Ｂｒｕｌｌｅ　＆Ｐｅｌｌｏｗ，２００６）。来自贫困地区或处

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更有可能暴露在污染之中，受到污染的伤害，从

而对环境问题产生更高的关注度。从这个角度出发，环境关心在全球

范围具有普遍性。英格尔哈特（１９９５）也发现来自欠发达国家的人并不

必然呈现较低水平的环境关心。调查分析显示，烟尘排放、空气污染和

ＰＭ１０颗粒物浓度等指标与环境关心呈正相关关系（洪大用、卢春天，

２０１１；Ｋｎｉｇｈｔ　＆Ｍｅｓｓｅｒ，２０１２）。

在某种程度上，富裕程度、价值观念和客观污染等现有分析视角均致

力于考察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即，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

注受到其收入、职业或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然而，环境议题的一个重

要特征是，许多环境问题难以被直接感知；即使有些环境污染现象能够被

观察到，由于其发生的原因与可能产生的后果依赖于复杂的科学论证，对

现象的诊断与归因仍然超出人们日常体验的范畴。在此背景下，人们对环

境问题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间接的社会认知，而这反过来取决于他们

从媒体上获取的信息。换句话说，人们采纳亲环境价值观不仅是因为有足

够的钱来支付环保成本或者承受了污染带来的切肤之痛，也可能是源于人

们听说了由于水污染导致癌症村的可怕故事，或者了解了环境恶化可能导

致的后果。随着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发展，互联网在信息传播、观念型塑

等方面的作用日益显著，其中也包括环境认知与态度。从这个意义上，信

息传播对环境关心的型塑作用有待进一步探究。

三、互联网使用与环境关心：
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随着互联网在世界范围的迅速普及，其在信息传播和知识获取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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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Ｋｅｎｓｋｉ　＆Ｓｔｒｏｕｄ，２００６；Ｇｒöｎｌｕｎｄ，

２００７）。在环境认知与环境行为方面，互联网不仅有助于环境相关信息

的传播与扩散，还能促进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参与与讨论，从而推动共同

框架与价值观的形成（Ｋａｎｇａｓ　＆Ｓｔｏｒｅ，２００３；Ｓｉｍａ，２０１１；黄荣贵等，

２０１４）。具体而言，互联网使用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包括社会和个人两个

层面。个人层面可将互联网视为一种信息传播渠道，考察个人互联网

使用对环境关心水平的影响。社会层面则可以将互联网视为一种社会

情境，考察这种情境如何形塑环境认知与价值观。

（一）个人互联网使用与环境关心

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渠道，互联网有助于增进人们对环境知识的获

取、对污染现状的认识以及对环境问题的讨论与反思。首先，频繁使用

互联网会增强网民的信息搜寻能力（Ｘｅｎｏｓ　＆Ｍｏｙ，２００７）。根据偶然

学习理论（Ｍｏｒｒｉｓ　＆Ｍｏｒｒｉｓ，２０１３），即使互联网使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

了搜索环境知识，网民也可能偶然遇到与环境相关的知识，这些知识可

能促使他们进一步探索。有研究显示，互联网具有“开窗效应”，即，人

们能够通过互联网了解到不同地区的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在环境保

护方面的行动和举措，从而提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以及对本国政府

采取环保措施的期望值（Ｂａｉｌａｒｄ，２０１２）。其次，除了文字之外，互联网

上还充斥着图片、视频、表情包等多种模态的传播载体，能够形成更为

强烈的视觉效果（Ｚｈａｎｇ　＆Ｂａｒｒ，２０１３）。一只小心翼翼蜷缩在一小片

薄冰上的北极熊，或是由于污水排放导致的一大片漂浮在河面上的死

鱼往往能使网民更直观、更清晰地了解当前的污染现状，并对其产生认

知冲击。第三，互联网作为一个沟通平台，有助于促进人们关于环境问

题的交流与讨论。这种讨论可能会产生“持镜效应”，敦促人们反思在

环境保护中可能存在的问题（Ｂａｉｌａｒｄ，２０１２）。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个人使用互联网的频率与高水平的环境关心呈正相关关系。

（二）互联网普及率与环境关心

作为一种社会情境，互联网普及率也会影响环境关心水平，但这种

影响是非线性的。因为互联网的普及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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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阶段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在扩散的早期阶段，互联

网普及率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环境关心的扩散。作为一种收益递增型的

媒介，用户数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互联网的价值。只有一个用户时，互

联网的链接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当更多用户开始使用互联网，将其创

意和观点融入这个公共平台时，互联网的链接作用才开始不断凸显。

并且，最先上网的往往是社会精英群体，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和开放的

思维取向，更容易采纳亲环境价值观。根据扩散理论，对新理念的采纳

程度取决于参照群体中先前采用者的比例。当这种比例较大时，后续

采用者更有可能接受创新（Ｓｔｒａｎｇ　＆Ｓｏｕｌｅ，１９９８）。互联网的普及有助

于提高参照群体中持有亲环境价值观群体的比例，而这反过来又会进

一步促进亲环境价值观的采纳。此外，先前采用者会对新观念进行“理

论化”，为后续采用者提供一个阐释框架，这个框架有助于增进环境议

题在公共讨论中的能见度与共识度，调节并加速创新理念的扩散

（Ｓｔｒａｎｇ　＆Ｍｅｙｅｒ，１９９３；Ｓｔｒａｎｇ　＆Ｓｏｕｌｅ，１９９８）。

然而到后期阶段，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对环境关心的积极影响可

能会逐渐减弱，而消极影响则会逐渐凸显。随着普及率的提高，网民使

用互联网的方式也呈现多样化。早期的网民以社会精英群体为主，其

互联网使用主要是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取；随着互联网普及和发展，越来

越多的普通百姓开始使用互联网，而他们使用互联网主要是用来社交、

娱乐和购物。这种变化促使互联网逐渐朝商业化、娱乐化的方向发展，

并由此产生互联网使用的“替代效应”，即，人们将更多的时间花在网上

娱乐和消费上，从而挤占了原本用来阅读新闻、查找信息的时间（Ｓｈａ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在这种情况下，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提高给环境关心带

来的积极效应的强度会降低，甚至会降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古

德（Ｇｏｏｄ，２００６）的研究发现，以消费娱乐为主的互联网使用会显著降

低环境关心水平，而只有专门查找环境信息的互联网使用会提高环境

关心水平。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网上的声音也变得更加多元化

（Ｄａｈｌｂｅｒｇ，２００７）。由于环境保护仍然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议题，相互

矛盾的观点可能会阻碍人们对亲环境价值观的采纳。以气候变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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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虽然科学界关于气候变化正在发生且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已达成

共识，但民意调查显示人们仍然不相信科学界已就此问题达成共识

（Ｎｉｓｂｅｔ　＆Ｍｙｅｒｓ，２００７）。这可能是因为尽管只有少数人对气候变化

持怀疑态度，但这些观点借由数字媒介传播和扩散，最终在网络舆论场

上与主流观点形成势均力敌之势。随着网络用户的下沉，网民的异质

性程度提高，倾向于围绕不同的兴趣和价值取向形成不同的网络社群。

有研究显示，中国网民逐渐分化为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群体，且这种分

化呈现极端化倾向（Ｗｕ，２０１４）。在极化的网络空间，非理性站队变得

比理性分析更为常见，导致对环境问题的科学分析演变为价值争论，进

而影响公众对该议题的认知和态度。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２：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和个人环境关心水平间的关系是非线性

的，即环境关心水平与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之间存在倒 Ｕ型关系。

此外，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情境还会调节个人社会

经济地位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不失一般性，本研究聚焦于教育程

度这一特定变量，因为在社会经济地位的常用测量指标中，教育程度对

环境关心的影响尤为明显。回顾现有研究可以发现，收入和职业等指

标对环境关心的影响效应往往不具有一致性，而教育的影响却得到诸

多研究的一致支持（ｖａｎ　Ｌｉｅｒｅ　＆Ｄｕｎｌａｐ，１９８１，Ｄｉｅｔｚ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

Ｓｈｅｎ　＆Ｓａｉｊｏ，２００８，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２），由此可见教育程度对亲环境价

值观的重要影响。此外，教育程度还综合反映了个人的现代科学取向、

对改变的开放程度以及理解创新所需的认知能力，这些特质对新观念

的采纳和扩散尤为重要（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

互联网普及率对教育程度和环境关心两者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可以

用创新扩散理论进行理解。从创新扩散的社会过程看，新理念通常会

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向较低的群体扩散（Ｗｅｊｎｅｒｔ，２００２；

Ｐａｍｐ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２０１２；Ｎａｗｒｏｔｚｋｉ　＆Ｐａｍｐｅｌ，２０１３）。在网络社会时

代背景下，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较早采纳亲环境价值观并主动运

用互联网对这些价值观进行传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更有可能

经由网络接触而采纳亲环境价值观。在一些情况下，采纳行为具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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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好处（Ｒｏｇｅｒｓ，２００３），比如亲环境价值观有助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

者发现并着力改善身边的污染问题。在另一些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

较低者则通过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进行模仿和学习而采纳亲环境价

值观。结合新社会观念的扩散规律可知，当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时，亲环

境价值观的培育和内化更加依赖于教育机构、阅读书籍和科学研究成

果等传统的社会化渠道，而这反过来依赖于公众的教育程度、信息搜索

和处理能力，并导致高教育群体和低教育群体之间的环境关心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低教育群体不仅可以通过网

络阅读、环保科普视频、网络讨论等渠道获取相关知识，还可以通过接

触持有亲环境价值观的社会群体并受其影响而培育起亲环境价值观，

从而降低低教育群体与高教育群体之间的差异，教育对环境关心的影

响也因而减弱。一项关于气候变化态度的研究表明，互联网使用对教

育程度的影响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Ｚｈａｏ，２００９）。这可能是因为随着

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人们能够获取更多与环境相关的知识，参与环境

问题的讨论也会更多，这种社会学习过程有助于亲环境价值观的培育。

总之，互联网的广泛使用会降低个人教育程度和环境关心养成之间的

关联强度。基于上述讨论，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Ｈ３：互联网普及率会调节教育对环境关心的影响。互联网普及率

越高，教育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就越小。

四、数据和方法

使用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来检验上述研究假

设。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１０）是一项全国范围的代表性调查，总样本

量为１１７８３。调查通过多级抽样法选取受访者，并由经过培训的访问

员进行面对面访问。环境模块是总体调查的一个子模块，仅被运用于

部分受访者。主要针对这一模块进行分析。排除缺失值后，最终样本

量为１５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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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变量

使用新生态范式量表（ＮＥＰ）测量受访者的环境关心水平（Ｄｕｎｌａｐ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该量表在过去３０年中被广泛用于环境关心研究。它包

括１５个项目，从增长极限、自然平衡、人类中心主义、生态环境危机和

人类例外主义五个方面测量环境关心。在这１５个项目中，８个是正向

陈述，高分表示亲环境世界观（１＝非常不同意，５＝非常同意），７个是

反向陈述。本研究对反向陈述进行重新编码，以使高分代表亲环境世

界观。洪大用（２００６）将ＮＥＰ量表应用于中国，发现量表中第４项（“由

于人类的智慧，地球环境状况的改善是完全可能的”）和第１４项（“人类

终将知道更多的自然规律，从而有能力控制自然”）在探索性因子分析

中负荷很低；相反，排除这两项能增加信度系数。我们对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数

据的探索性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基于此，以剩余１３个项目建构

适用于中国的环境关心测量，这个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ａｌ－

ｐｈａ＝０．７６６），对应变量的取值范围在１３到６５之间。

（二）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包括个人和城市层面的特征。个人特征变量包括社会经

济地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和互联网使用，城市特征变量包括富裕程

度、平均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污染程度和互联网普及率。个人变量来自

调查数据，城市变量来自２０１０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年鉴》的变量

反映了２００９年的城市特征，这些特征早于个人属性的数据收集。虽然

这种策略不能完全解决因果方向的问题，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一

问题，因此优于仅使用同一时期的数据。在解释变量中，个人互联网使

用和城市互联网普及率是本研究的关键性解释变量。

个人社会经济地位包括三个变量：个人收入（万元／年）、受教育年

限和房屋所有权。对个人收入进行对数转换以调整其偏度。此外，现

有研究显示，业主群体更关心他们的生活环境，因此纳入了房屋所有权

这个变量（Ｈｕａｎｇ　ａｎｄ　Ｙｉｐ，２０１２）。如果受访者的住所是由自己或配

偶所有，那么业主变量取值为１，否则为０。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问卷询问受访者目前中国应该最优先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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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什么，其选项包括“维护国内秩序”“在政府决策中给公民更多话语

权”“抑制物价上涨”和“保护言论自由”。选择“在政府决策中给公民更

多话语权”或“保护言论自由”表示受访者具有后物质主义的价值观，编

码为１，否则为０。

个人互联网使用是由受访者在过去一年中使用互联网的频率进行

测量。数值范围从１（从不）到５（总是）。在统计分析中，该变量被视为

连续变量。

城市的富裕程度是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万元）进行测量。

城市层面的后物质主义：与洪大用、卢春天（２０１１）一致，将个人层

面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平均值来测量城市层面的后物质主义。该指标

的直观含义是居住在该城市的后物质主义者的比例。

城市污染程度包括三个指标：工业废水排放（亿吨／年）、工业二氧

化硫排放（万吨／年）和工业烟尘排放（万吨／年）。

互联网普及率：由于缺乏直接测量城市互联网普及率的指数，我们

使用以下指标作为替代，即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用户数／辖区内人口

数。为了检验互联网普及率的非线性效应，在统计分析中加入了平

方项。

（三）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和环境知识。对中国（Ｓｈｅｎ　＆

Ｓａｉｊｏ，２００８：４３）和英国（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２）的调查研究表明，老年人有较

高的环境关心水平。然而，对ＣＧＳＳ　２００３的分析显示，年轻人的环境关

心水平更高（洪大用、卢春天，２０１１），这个发现与大多数调查研究的结

论一致（ｖａｎ　Ｌｉｅｒｅ　＆Ｄｕｎｌａｐ，１９８１；Ｇｅｌｉｓｓｅｎ，２００７；Ｆｒａｎｚｅｎ　＆Ｍｅｙｅｒ，

２０１０）。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年轻人有更强的信息搜索能力且更容易接

受新的社会价值。

国外的大多数研究表明，女性更关注当地的环境问题（ｖａｎ　Ｌｉｅｒｅ　＆

Ｄｕｎｌａｐ，１９８１；Ｆｒａｎｚｅｎ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０；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２０１２）。相反，中国

的研究发现男性对环境问题更加关注（洪大用、肖晨阳，２００７；洪大用、

卢春天，２０１１；Ｓｈｅｎ　＆Ｓａｉｊｏ，２００８）。将性别作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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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１；女＝０）。

城市居民可能比农村居民更关心环境（Ｖａｎ　Ｌｉｅｒｅ　＆Ｄｕｎｌａｐ，

１９８１）。因此，将居住地作为一个控制变量（城市＝１；农村＝０）。

环境知识有助于提高环境关心水平（洪大用、肖晨阳，２００７；

Ｆｒａｎｚｅｎ　＆Ｍｅｙｅｒ，２０１０）。ＣＧＳＳ　２０１０使用１０个是非题来测量环境知

识。正确的答案被编码为１，错误的为０。１０个问题的分数总和反映了

受访者的环境知识水平。

（四）分析方法

使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法来研究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这其中有两

方面的考量。首先，如上文所述，环境关心不仅受个人特征的影响，也

取决于城市特征。自分税制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信息基础

设施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享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在此背景下，对

城市层面的情境变量的考察有助于增进我们对环境关心影响因素的理

解。其次，使用的数据具有多层次结构，个人嵌套于城市之中，因而有

可能违反最小二乘法的独立性假设。多层次线性回归根据数据聚类性

质建模，能有效估计个人与城市属性的影响。本文将通过一系列随机

截距模型来检验研究假设。

五、实证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分析

描述统计显示（见表１），受访者来自８１个城市。这些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为３．９万元。城市平均后物质主义水平变量的均值等于０．０５，表

明平均每个城市只有约５％的居民拥有鲜明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在

城市污染方面，工业废水年平均排放量为１亿吨；二氧化硫年平均排放

量为６．９万吨；工业烟尘年平均排放量为２．１万吨。互联网普及率的平

均值为２１％。

在１５８３名受访者中，５３．７％为男性，４６．３％为女性。平均年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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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个人和城市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连续变量 平均值 标准差

个人层面（Ｎ＝１５８３）

　环境关心（ＮＥＰ量表） ４８．７　 ６．９６

　年龄 ４５．１　 １５．４６

　年收入（万元） ２．５　 ７．９１

　受教育年限 １０．６　 ４．８０

　环境知识 ６．４　 ２．２９

　互联网使用 ２．３　 １．５５

城市层面（Ｎ＝８１）

　人均ＧＤＰ（万元） ３．９　 ２．２５

　平均后物质主义水平 ０．０５　 ０．０３

　工业废水排放量（亿吨） １．０　 １．５０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６．９　 ７．６２

　工业烟尘排放量（万吨） ２．１　 ２．１８

　互联网普及率 ０．２１　 ０．２２

类别变量 取值 ％（Ｎ）

个人层面（Ｎ＝１５８３）

　性别 男性 ５３．７（８５０）

女性 ４６．３（７３３）

　居住地 城市 ７１．３（１１２８）

农村 ２８．７（４５５）

　业主 是 ６１．１（９６８）

否 ３８．９（６１５）

　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是 １９．０（３０１）

否 ８０．０（１２８２）

４５．１岁，标准差为１５．４６。７１．３％的受访者是城市居民。平均受教育程

度为１０．６年，大致相当于高中水平。具体而言，５４．９％的受访者拥有高

中学历，１２．１％拥有大专学位，１１．１％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受访者的

年平均收入为２．５万元。只有１９．０％的受访者拥有后物质主义价值

观。互联网使用的平均得分仅为２．３，其中５３．６％的受访者表示从未使

用过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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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知识的平均分是６．４分，这表明平均每个被调查者只正确回

答了１０个环境问题中的６个。最后，环境关心的平均分（简化的ＮＥＰ

量表）为４８．７，标准差为６．９６。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居民的环境关心水

平相对较高。

（二）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

采用一系列模型来考察环境关心的影响因素，并对研究假设进行

检验（表２）。零模型显示（模型１），城市层面的方差为５．９，个人层面的

方差为４２．９。组内相关系数（ＩＣＣ）为０．１２１，这表明１２．１％的方差是由

城市间变异引起的。相对较高的ＩＣＣ（大于０．１）表明，同一城市中的个

体具有较高的相似性，不应看作独立的观察对象。这一结果支持了多

层次回归模型的使用。

模型２包括所有个人层面的变量。与模型１相比，模型２中城市

层面的方差从５．９降至３．２，减少了４５．３％。这表明４５．３％的城市间差

异可以由居民属性的构成性差异所解释。统计结果显示，个人收入系

数为正，但并不显著。教育的系数为０．２３，且高度显著。这表明受教育

程度较高的群体具有较高的环境关心水平。业主变量的系数为０．７１，

并且是显著的，这意味着业主的环境关心水平更高。总体而言，这些结

果部分地支持了个人层面的富裕程度理论。此外，环境知识显著提高

了环境关心水平，拥有更多环境知识的人更有可能关注环境。后物质

主义价值观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这一发现与后物质主义理论不一

致（Ｉｎｇｌｅｈａｒｔ，１９９５），这可能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未进入后

物质主义阶段。居住地、年龄和性别对环境关心均不存在显著影响，这

一发现与之前的中国研究并不一致（洪大用、肖晨阳，２００７；洪大用、卢

春天，２０１１），说明这些变量的影响不具有稳健性。互联网使用的系数

为０．４０，且在统计显著，这与理论预期一致。那些更经常使用互联网的

人有更高的环境关心水平。因此，假设Ｈ１得到了数据的支持。

模型３加入城市层面的解释变量，包括城市平均后物质主义水平、

人均ＧＤＰ和三项城市污染指数。结果显示，虽然城市平均后物质主义

具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这一结论与洪大用和卢春天（２０１１）的研究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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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相一致。换句话说，后物质主义理论没有得到支持。城市人均

ＧＤＰ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其系数为０．３５，即来自经济发达城市的居

民更有可能采纳亲环境价值观。三个污染指数均不显著。考虑到三

个污染指数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作者尝试依次引入污染指数而

不是同时引入三个污染指数，结果发现污染指数并不会显著提高民

众的环境关心水平。由此可见，客观问题理论并没有得到数据的

支持。

模型４包括所有个人属性、城市互联网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平

方项。结果显示，互联网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平方项的系数分别为

７．８７和－６．２７，且都是显著的。这表明互联网普及率对环境关心的影

响是非线性的。我们使用效果图（Ｆｏｘ，２０１０）对该曲线关系进行可视

化。如图１所示，当互联网普及率小于６２．８％时，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

有助于提高环境关心水平；然而，当互联网普及率超过６２．８％时，互联

网普及率的提高反而会导致环境关心水平的轻微下降。诚然，我们没

有必要过分强调这种下降趋势：一方面，在模型分析的数据中互联网普

及率大于６２．８％的城市屈指可数，因此导致置信区间相当宽；另一方

面，尽管环境关心水平在互联网普及率超过６２．８％时略有下降，但绝对

水平仍然相当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互联网普及率为９０％的城市与

互联网普及率为３３％的城市平均环境关心水平的均值基本相同。总

之，假设Ｈ２得到统计模型的支持。

为了检验假设Ｈ３，模型５在模型４的基础上加入了教育和互联网

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平方项的交互项。为了展示教育的影响如何随

互联网普及率的变化而变化，再次通过效果图来直观地展示三者的关

系（Ｆｏｘ，２０１０）。考虑到互联网普及率的分布情况，我们展示了互联网

普及率为１０％、３０％、５０％和７０％的条件下教育影响环境关心水平的

效果图（见图２）。结果显示，在互联网普及率为１０％的城市，教育具有

较强的正向影响。如左下角所示，当受教育年限从１年增加到２２年

时，环境关心水平从４４．９上升到５２．５，增长１６．９％。在互联网率为

３０％的城市，教育仍然具有正向影响，但程度相对减弱。当受教育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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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互联网普及率与环境关心水平之间的曲线关系（模型４）

从１年增加到２２年时，环境关心水平只提高了４．２％（见右下角）。在

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０％或７０％的城市，教育对环境关心水平没有显著影

响。由此，假设Ｈ３得到支持。

最后，模型６包括所有的城市属性变量。结果显示，在个人层面，

教育程度和房屋所有权对环境关心仍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收入的

影响却不显著；在城市层面，人均ＧＤＰ对环境关心具有显著的积极影

响，这部分地支持了富裕程度理论。教育程度和互联网普及率、互联网

普及率平方项的交互效应仍统计显著，且系数方向保持不变，该结果进

一步支持了假设Ｈ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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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教育和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效应（模型５）

六、结论和讨论

本文旨在考察互联网对环境关心的影响。首先回顾了三种主流理

论，即富裕程度理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和客观污染理论，并对其

进行了检验。统计分析的结果部分证实了富裕程度理论。在城市层

面，人均ＧＤＰ对环境关心水平具有显著积极影响。然而，在个人层面，

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相对复杂，房屋所有权和受教育程度对环境关心

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个人收入对环境关心的影响并不显著。一

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具有更强的认知能力和更多的环境知识，因

而更有可能关注环境问题。然而，正如本研究所揭示的，教育对环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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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影响取决于社会情境，如城市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此外，本研究

并不支持后物质主义理论和客观问题理论。无论在个人还是在城市层

面，后物质主义价值观与污染指数对环境关心水平都没有显著影响。

考虑到信息传播在环境价值观型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着重考察

了互联网相关变量对环境关心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个人和社会两个

层面。研究结果表明，在个人层面，频繁使用互联网有助于提高环境关

心水平。在城市层面，互联网普及率对环境关心同时具有直接和间接

的影响。一方面，城市互联网普及率与环境关心水平之间呈现倒 Ｕ型

关系。另一方面，互联网普及率作为一种社会情境，对教育程度的影响

具有调节作用。当城市层面的互联网普及率较低时，个人教育程度对

环境关心具有较强的积极作用。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个人教育

程度的影响逐渐减弱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这一发现似乎表明，互

联网技术加速了环境关心从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向较低者的扩散。学术

界普遍认为教育对环境关心有显著的积极影响（Ｄｉｅｔｚ　ｅｔ．ａｌ，１９９８；

Ｓｈｅｎ　＆Ｓａｉｊｏ，２００８），而本研究则进一步阐明这种影响效应得以成立的

社会情境。在这个意义上，本研究对富裕程度理论进行了阐明和补充。

本文将互联网相关变量作为重要的解释因素纳入环境关心的理论

分析框架，提出并论证了信息传播对亲环境价值观的型塑作用，从而对

环境关心研究进行了补充与拓展。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对环境问

题的诊断和归因很多时候超越直观感知的范畴，人们需要依赖新闻报

道、网络信息等渠道来建构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在数字媒介迅猛发展

的时代，互联网作为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在亲环境价值观的培育与发

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个人层面的互联网使用与社会层

面的互联网普及率都对环境关心水平具有显著影响，这一发现与其他

研究结论相一致（Ｇｏｏｄ，２００６；Ｚｈａｏ，２００９；Ａｒｌｔ，２０１１）。由此可见，

信息传播作为一个新的解释变量有助于丰富与拓展我国的环境关心研

究。需要指出的是，在互联网使用的测量指标选取上，本文采用了互联

网使用的频率，但有研究显示互联网使用的方式（如信息查找、社交、娱

乐等）对亲环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差异化的影响（Ｇｏｏｄ，２００６），这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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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探究。

揭示数字媒介影响环境价值观的复杂关系，对互联网研究也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互联网普及率对环境关心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当互

联网普及率较低时，互联网普及率的提高有助于提高环境关心水平；然

而，当互联网普及率超过一定门槛值时，互联网普及率的进一步提高反

而会导致环境关心水平的轻微下降。这可能因为互联网普及率是一个

不断发展的社会过程，不同阶段对环境关心的影响机制略有不同。早

期的互联网作为收益递增型的媒介，有助于环境关心的扩散；随着网络

生态的发展，互联网用户的下沉、网络平台的商业化和娱乐化发展所带

来的“替代效应”（Ｓｈａｈ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１）、多元观点的冲突与碰撞、及不同

思潮社群间的极化和撕裂等都可能对亲环境价值观的进一步扩散带来

不利的影响。由此可见，互联网影响价值观研究有必要结合网络社会

的阶段特征、网络生态的特点以及它们对观念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

机制进行综合性分析。

借鉴创新扩散理论来解释互联网使用与环境关心之间的关系，有

助于理解环境关心作为一种新理念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同期扩散过

程，进而理解环境关心的群体差异。已有学者关注到环境关心在不同

代际间的扩散。比如，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首先采纳亲环境

价值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价值观逐渐扩散到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

群体（Ｐａｍｐｅｌ　＆Ｈｕｎｔｅｒ，２０１２；Ｎａｗｒｏｔｚｋｉ　＆Ｐａｍｐｅｌ，２０１３）。亲环境

价值观不仅可以通过代际更替纵向扩散，还可以在同一时期不同社会

群体之间进行横向扩散，这种扩散得益于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即时

性、低成本的信息传播。互联网加速了获取环境知识、参与环境问题讨

论的社会学习过程，降低了环境关心养成对教育机构、大众媒介等传统

的社会化渠道的依赖，从而促进了亲环境价值观从受教育程度较高的

群体向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扩散。这一发现对中国环境主义研究具有

启示意义。现有环境主义研究主要考察互联网在环境事件中所发挥的

组织协调和社会动员作用（Ｈｕａｎｇ　＆Ｙｉｐ，２０１２；Ｈｕａｎｇ　＆Ｓｕｎ，２０１６），

对互联网促进环境价值观扩散的长期影响仍缺乏应有的关注。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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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公众环境态度与价值观的提升对中国环境治理可能具有更加深远

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技术革新对环境价值观乃至于我国环境治理

的长期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

最后，由于本研究主要基于对２０１０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统计分

析，研究发现在多大程度上准确反映当前公众环境关心的形成机制仍

有待进一步研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自“十八大”以来，中央对环境保

护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相关法律法规陆续出台、环境宣传力度不断加

大、互联网普及程度持续深入，公众环境关心水平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

化。在这个意义上说，今后的研究需要对我国公众环境关心水平进行

持续追踪，深入考察其变化趋势与影响因素，为我国绿色转型提供政策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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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使用与环境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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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公共行政评论第二十六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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